有这样的一份报纸，有的人说它是“黑暗中的灯塔”“启蒙的教科书”“救国的良方”，但有的人却说它是“洪水猛兽”，说它是“离经叛道”“动摇根本”，它就是《时务报》
一、 历史背景：为何需要“报”

1. 甲午战败的震撼：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于日本，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场失败对中国的冲击远大于之前的任何一次（包括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因为日本曾是中国的学生和朝贡国，且经过“明治维新”短短二十多年就击败了搞“洋务运动”的大清。这使中国士大夫阶层陷入了巨大的震惊、耻辱和反思之中。

2. “公车上书”与维新思潮：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康有为、梁启超联合在京应试的举人发起“公车上书”，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虽然未能阻止条约签订，但此举标志着维新思潮从个别先觉者的呼喊转变为一群知识分子有组织的政治运动。变法图强，从“师夷长技”的器物层面，深入到了制度和文化层面。

3. 沟通与启蒙的需要：维新派认识到，要推动变法，必须打破信息垄断，启迪民智（实为“士智”和“官智”），制造舆论声势，说服光绪皇帝和更多的官僚士大夫。传统的奏折、书院讲学等方式传播范围窄、速度慢。而近代化的报刊，恰恰是传播新思想、讨论时政、凝聚共识的最佳工具。

二、 《时务报》的创办与运作

1. 创办时间与地点：1896年8月9日（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在上海创刊。

2. 创办人：由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曾任驻外使节，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汪康年（负责经理事务）等牵头集资创办。梁启超受邀担任总主笔，成为报纸的灵魂人物。3. 出版形式：旬刊（每十日出一册），每册约三万字，石印印刷。

4. 核心内容与特色：

   · 梁启超的政论文章：这是《时务报》最核心、最轰动的内容。梁启超以“笔锋常带感情”的独特文风，撰写了一系列鼓吹变法的雄文，如《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变法通议》 是系统阐述维新变法理论的纲领性文章，强调“变亦变，不变亦变”，主动变法才能图存。

   · 上谕、奏折：刊载皇帝的谕旨和官员关于变法的奏折，提供官方信息。

   · 国内外新闻：翻译外国报纸的报道，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科技情况，同时报道国内各省的新政新闻。

   · 西方知识介绍：介绍西方的议会制度、法律、教育体系等，开阔国人眼界。

5. 影响力与发行量：

   · 据史料记载，《时务报》创刊后迅速风靡全国，发行点遍布全国70个城镇，甚至远销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社区。

   · 最高发行量达到1.7万份左右，创造了当时中文报刊的发行纪录。作为对比，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外国中文报纸《万国公报》发行量仅三四千份。

   · 张之洞、陈宝箴等开明地方大员都曾下令官销《时务报》，要求下属官员和书院学生阅读。它成为了维新运动当之无愧的舆论旗帜。

三、 《时务报》的时代意义

1. 开启了中国的“舆论时代”：

   · 在此之前，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时政报刊。《时务报》成功地将报纸打造成了能够影响全国政局和思想潮流的公共舆论平台。它证明了报刊作为一种现代媒介的巨大力量，为后来一系列政论报刊的出现开辟了道路。

2. 进行了空前成功的维新思想启蒙：

   · 梁启超的文章将“变法”、“民权”、“议会”、“国家”等一套全新的政治概念，以极具感染力的方式灌输给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他打破了“天下观”，构建了现代“国家观”，让“保国”和“保种”成为紧迫的议题。许多后来的革命家（如胡适、鲁迅等）都曾在青年时代深受《时务报》的影响。

3. 创立了“时务文体”（又称“报章体”、“新文体”）：

   · 梁启超为适应报刊传播和启蒙的需要，创造了一种新的写作风格。它介于古文与白话文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这种文体极大地解放了中文的表达能力，使其更富表现力和传播力，成为从文言文走向白话文的重要桥梁，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4. 奠定了梁启超作为“舆论骄子”的地位：

   · 通过主持《时务报》，年仅20多岁的梁启超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思想领袖和宣传家。“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这为他日后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持续影响中国思想界十余年奠定了基础。

5. 暴露了维新派的内部分歧与封建势力的阻力：

   · 报纸的成功也引发了内部矛盾。经理汪康年更倾向于稳健的改良，与梁启超激进的民权观点产生冲突。同时，报纸的巨大影响力也引起了张之洞等洋务派官僚的警惕，张之洞曾多次通过汪康年试图干涉梁的言论。

   · 最终，因内外压力，梁启超于1897年底离职赴湘。《时务报》也在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被清政府改为官办，旋即因变法失败而停刊。它的兴衰历程，本身就是维新运动复杂性的一面镜子。

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不仅仅是一份报纸，它是甲午战后中国民族危机和维新思潮的产物，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的中心，也是中国媒介现代化和政治舆论化的开创性标志。它通过前所未有的传播力，将变法维新的思想种子撒遍全国，深刻地塑造了清末民初一代人的思想世界，其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新闻史本身，而深植于中国政治与思想现代化的进程之中。
